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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倡議或服務？：台灣障礙者權利運動的困境

今年（民國九十五年）四月，由商業週刊贊助拍攝的紀錄片『大象男孩，機器女孩』，

吸引了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早期療育的關注。在這部感人的影片中，兩個身心障礙小孩

的故事喚起社會大眾對早期療育以及身心障礙權利的重視。商業週刊的相關報導指出，相

關醫療社工系統資源缺乏且分配不均，許多需要早療的身心障礙者隱藏在社會的各個角

落，錯失了早期療育的黃金時機。這部影片，一方面做早期療育的倡議，另一方面也呼籲

社會大眾踴躍捐款，贊助幾個提供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的相關非營利團體（劉佩修：2006）。
諷刺的是，同一時期另外一則相關的新聞被許多人忽略了。四月底，長期從事身心障礙者

倡議的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智總）開記者會指出：立法院大砍早期療育的預算，各

地醫院的聯合評估中心半數被迫關閉，沒有關閉的也必須縮減服務範圍。換言之，在看似

身心障礙權利意識逐漸受到重視的台灣社會，連基本的早期療育評估和通報系統都沒有辦

法建立（中國時報 4/30/2006）。

這兩個新聞事件點出了台灣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的困境。過去二十年來，雖然在身心

障礙權益相關的立法上，有許多的進展。但是在國家的立法效率緩慢、行政效率不彰、社

會福利經費不足的狀況下，台灣身心障礙相關的非營利團體必須以少數的經費承接國家的

福利服務計畫，同時依賴社會各界的善款來提供相關的福利服務。國家無法提供一個完整

的福利支持系統，絕大部分的社會福利的服務必須靠著非營利團體的力量單打獨鬥。在這

樣的狀況下，就像商業週刊指出的『一個台灣兩個世界』：台灣的社會福利資源分配不當而

且區域失衡。在許多偏遠的地區或是貧窮的家庭，根本毫無身心障礙福利資源可言，許多

身心障礙者也因此仍然隱藏在社會的邊緣。

研究目的

臺灣的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從 1980 年開始發展，漸漸的推動保障臺灣身心障礙者的權

利的政策。在 1990 年代中期起，公辦民營政策漸漸成為台灣社會福利政策的主要走向。許

多新的非營利團體不斷冒出，爭搶這一塊新興的福利服務市場。這樣的現象對障礙權利的

倡議團體，特別是社團法人有深遠的影響。許多地方性的倡議社團法人開始成立服務導向

的非營利財團法人，並承接政府的福利服務計畫。然而，台灣非營利的福利服務公民團體

在數量上的增加，如前述的早期療育經費竟然被刪減，而使得許多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無法

繼續推展。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在台灣的脈絡下，為什麼公民社會的擴張無法形成監督、

對抗國家的力量？而使得重要的身心障礙權益相關的政策無法執行？

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臺灣身心障礙權利運動的發展需要進一步的檢討與反省。在民

主體制下，公民社會被賦予了監督政府行政和協助政府提供社會服務的雙重功能（Alagappa

2004）。台灣過去對社會運動團體的轉型和非營利團體的相關研究上，偏重於政治機會結構

的轉變對社會運動組織的影響、分析鉅觀的公民團體的數量和類別的變化以及非營利組織

的政策和制度的形成。這樣的研究描述了台灣公民社會變遷的輪廓，卻忽略了公民社會運

作的社會過程和內涵，特別是不同功能的公民社會組織之間的關係。筆者認為，從組織的

觀點，我們應該分析公民團體的組織分化、衝突以及不同公民團體間的相互關係，從而考

察台灣公民社會的轉型，並進一步分析市場機制對公民組織的影響，以及在新的制度下社

會福利服務的分配正義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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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深入分析服務為主的非營利團體以及倡議團體和服務團體鍵的關係。並討論下

列兩個問題：

(一).以身心障礙者相關團體和國家的關係轉變為例，分析過去十年來台灣的國家和社

會關係的轉變以及台灣公民社會的形成和運作，特別著重在公辦民營政策對身心障礙相關

團體（包括以倡議為主的社運團體和以服務為主的非營利組織）的影響。

(二).分析身心障礙倡議團體的轉型以及倡議團體和服務團體的競合關係，並探討身心

障礙社會運動團體的進一步發展與限制。

筆者希望能經由這個研究，分析在台灣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國家、公民倡議團體、福

利服務非營利團體和市場機制之間的關係，並討論國家治理形式的改變、公民團體和國家

體制之間新的制度的形成以及市場機制又如何影響公民社會團體的運作與發展。

文獻探討：

社會運動的制度化與專業化

社會運動有許多種定義。許多人常把社會運動等同於街頭抗爭，或是不理性的暴動。

在社會運動研究的相關中，如果我們把社會運動定義為「由一群有共同目的又彼此團結的

人民為了改變現狀所發動，持續性的以集體的方式和菁英、反對者或是當權者互動。」

(Tarrow 1994: 4)街頭抗爭、暴動，顯然只是社會運動可能出現的策略的一種。晚近新社會

運動理論的發展，更進一步指出運動目標可以是認同、對社會文化價值的挑戰。在西方的

文獻中，障礙者權利運動的發展往往被認為是新社會運動的一環。Oliver 就指出，障礙者

權利運動是一種新社會運動。原因有四點：一、障礙議題處於傳統政治的邊緣：障礙議題

屬於弱勢、少數群體。二、他提供了一個對社會的批判性評估，也就是反霸權(anti-hegmonic)
的思考：質疑社會的身體能力主義(ablebodyism)。三、著重「後物質主義」的價值，如：

生活的品質(quality of life)。四、障礙權利運動採取了一種國際化的態度，積極的和國際接

軌。這個新社會運動的理論觀點，也使得障礙者權利運動開始和特殊權利論述、差異政治、

認同政治以及種族、性別、性取向理論結合 (Young 2000, Gordon & Rosenblum 2001)。在

台灣的歷史文化條件下，障礙者權利運動的特質，是值得進一步反省的議題。

在社會運動的文獻中，隨著運動的進行，社會運動組織的專業化和制度化一直是重要

的議題。有些學者認為專業化和制度化可以促成社會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和延續（McCarthy &

Zald 1977 ; Staggenborg 1988），而專業化也有助於運動團體和國家的溝通（Jenkins & Eckert
1986）。有的學者則認為由專業人員領導的社會運動會使得社會運動組織目標改變，變成較

為溫和，進而導致運動的衰微（Piven & Cloward 1979）。

Skocpol（2003）根據她對美國公民團體轉變的研究指出，專業化不見得會導致運動議

題的衰微。然而，如果專業化意味著由專業人員募款，在華府遊說，不依靠基層會員的支

持。這樣的轉變會使得社會運動組織和他們的會員脫節，也使得整個國家的民主文化衰退。

美國的公民社會變成一種菁英遊說的民主，傳統的由下而上的結社傳統逐漸消失，取而代

之的是一種由上往下的決策模式。社會運動團體變成為了弱勢族群代言（speak for the

people），卻不是由弱勢族群自己發聲（not from the people），使得美國的公民團體喪失了民

主參與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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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個案中，社會運動團體的對民主化的影響受到了許多研究者的重視。社會運

動和公民社會團體被視為推動民主化的主要動力，而民主轉型的結果又提供新的政治機會

讓社會運動團體繼續發展（Hsiao 1996, 蕭新煌 2003, 2004; Fan 2003, 2004）。在民主轉型後，

研究台灣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的發展的學者指出，許多社會運動團體逐漸走向專業化

（professionalization）和機構化（institutionalization）（顧忠華 1999，2003 ;林國明、蕭新煌 2000 ;

王孟甯 2000 ; 何明修 2003a， 2003b）；同時，新的社會服務性質的非營利團體也陸續增加

（顧忠華 1999; 蕭新煌 2000、2006）。許多學者開始將研究焦點放在民主鞏固時期國家與公

民社會關係的改變與重新建構，包括國家角色的改變、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關係的協商與建

構以及國家對公民社會的影響（林國明、蕭新煌 2000 ; 林萬億 2000 ; 劉淑瓊 2000 ; 王孟

甯 2000 ; 顧忠華 2000、2003 ; 蕭新煌 2004 ; Ho 2005a、2005b ; 王增勇 2005）。

從社會運動的動員組織結構觀點來看，台灣的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基本上是依附著專

業的福利服務團體而發展的（Chang 2007）。隨著運動的發展和新國家政策的影響，身心障

礙者的相關組織開始分化，扮演不同的功能。王增勇（2005）在分析台灣公辦民營政策的

形成過程和執行狀況時，指出了一個現象：許多社福團體以集體方式從倡議者的角度向政

府施壓，並要求政府釋放資源，以公辦民營的方式給福利服務的非營利團體承接計畫。這

樣的方式形成了一個巧妙的循環：倡議團體監督敦促政府，國家釋放資源給社福相關的非

營利團體，這些非營利團體在提供服務的同時，支持倡議團體的繼續發聲。

然而，這樣的制度設計下，倡議團體和福利服務團體如何扮演不同的角色？如何溝

通？和國家保持什麼樣的關係？換言之，在民主鞏固時期，公辦民營的政策設計對身心障

礙者權利運動和相關組織的影響，值得進一步探討。

國家轉型與公民社會的轉變

西方的社會福利國家發展已經受到了許多挑戰。一方面，在經濟上龐大的國家社會福

利官僚體制效率不彰，使得國家財政面臨沈重負擔。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國家權力在福利

服務上的擴張也使得福利服務的使用者變成被動的福利服務接受者，喪失主體性。在身心

障礙的福利服務上，歐美從 1960、70 年代起，身心障礙權利運動就開始挑戰國家官僚機器

掌控大型教養機構。進一步倡議福利服務的「去機構化」和「社區化」。去機構化是為了避

免龐大的教養機構、療養院等國家大型社福機構的資源浪費以及對機構收容者的非人性監

控。社區化是將福利提供設在社區之中，充分利用社區的資源，並使得福利接受者可以享

有人性化的社區生活（周月清 2005）。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福利國家更進一步的面臨福

利預算的縮減。Giddens 提出的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的論述，主要就是希望結合公民

社會力量的新制度設計以平衡市場和國家的力量（Giddens 1988）。在福利國家縮減，市場

經濟擴張的是世界潮流下，許多國內學者開始將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放在非營利團體或是

第三部門的發展上（江明修 2000a ; 官有垣 2000 ; 蕭新煌 2000、2006）。

台灣的社會福利發展和西方社會福利國家有所不同（林國明 2000、2003 ; Tsai 2001 ; 李

易駿、古允文 2003 ; Haggard 2005 ; Wong 2005）。在威權發展國家（authortarian developmental

state）時期，國家將資源投資在教育等人力資源上的發展，國家沒有提供全民社會保險，

缺乏疾病、障礙與老人等相關的社會福利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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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民主化的初期，社會福利相關的社運團體開始走上街頭，倡導各項社會福利的

觀念，並得到反對運動的支持。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隨著主要的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的

轉型，社會福利相關的公民團體開始和不同政黨的政治人物進行策略聯盟，同時結合媒體

的力量，推動了許多社會福利政策的立法。Wong（2005）就指出這其實是發展國家的一種

延伸與擴張，使得國家的能力（capacity）進一步的強化。然而，Wong 的研究是以全民健

保的政策為研究對象，並沒有進一步分析各項社會福利服務的執行和分配的問題。

以身心障礙福利而言，台灣早期並沒有身心障礙福利政策，身心障礙者的教養基本上

被定義為家庭的責任。而倡議團體的發聲和福利政策的形成過程中，台灣並沒有經過大型

的社會福利機構的歷史階段。因為國外經驗的引借，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倡議的開始，就

是以小型化、社區化的福利服務政策為訴求。在 1990 年代以後國家才開始以公辦民營、委

託民營的方式將社會福利服務委託給民間團體經營（范宜芳 2000 ; 王增勇 2005）。

王增勇（2005）分析台灣的社區照顧體系並指出 : 「台灣社會福利從沒有經過大幅的

公共化過程，就直接進入以民營化思維為主的市場管理邏輯。這個脈絡下，民營化在台灣

的福利發展上，其目的不是提升公共福利的效能。」（107-108）換言之，在沒有大型福利國

家福利服務的基礎下，國家是以外包的方式將社會福利的服務轉包給民間團體負責。在實

際執行面上，因為社會福利資源不足與相關配套措施的缺乏，地方政府卻將社區化認定為

福利服務是社區的責任，國家的社會福利資源並沒有社區化，許多地方政府完全沒有提供

社區化的服務（Harris ＆ Chou 2001 ; Chou & Kroger 2004)。王淑英、張盈堃（2000）也指

出公辦民營的托育政策並沒有兼顧分配的正義，反而造成福利資源的分配不均。

福利國家的縮減以及福利服務的市場化，已經受到身心障礙權利運動者的重視。Holden

和 Beresford（2000）分析英國的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時指出：國家不直接管理福利服務的機

構並不表示國家就停止介入。國家用補助和法令繼續介入身心障礙的福利服務，越來越多

由國家提供經費並監督的私人照顧機制取代傳統的福利國家形式。福利服務不僅市場化，

也國際化了。因應這樣的轉變，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必須要有新的策略和思考。換言之，

由國家委託民間經營的制度下，國家的監督仍在，卻不一定能保障服務使用者的權利在新

的政策下受到保障。Pekkanen （2004, 2006）分析日本的社會福利發展更進一步指出，日

本的福利制度充分的利用非營利組織的資源，使得非營利組織不斷擴張，但是卻都以提供

福利為主，而被國家的法律所嚴密的監控著，造成日本的公民社會變成有很強的社會資本，

卻沒有倡議的聲音。換言之，社會運動的聲音有可能因為承接國家的福利計畫而減弱。

以台灣的歷史條件而言，民主轉型之後，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係也跟著改變。特別是

在民進黨政府上台後，民主運作的常規化使得社會運動團體跟國家有更多的溝通管道。然

而，民主化也代表著國家不再對社會有絕對的控制力量。雖然社會運動團體跟國家開始有

了比較好的溝通管道，其他的利益團體、壓力團體也對國家有相較於威權時期較大的影響

力。換言之，民主轉型的結果，國家對整體公民社會的掌控權力反而弱化了（Ho 2005a、

2005b）。江明修（2000b）研究台灣非營利組織時指出，在制度不健全的狀態下，非營利機

構有可能變成企業界的避稅工具，被政客利用，甚至淪為國家的「次殖民地」。劉淑瓊

（2000）、王夢甯（2000）分析了承接政府福利計畫對非營利組織的影響，可能動搖組織

的基本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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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保障的範疇擴張，但是國家的自主權和權力（包括政治上和經

濟上的財政能力）反而減弱了。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下，社會運動團體和國家的關係如何轉

變，倡議團體又如何生存？國家和倡議團體如何抵抗市場力量的入侵？值得進一步探討。

我們必須從新思考國家、倡議團體以及非營利福利服務提供團體間的關係，並從中思考資

源分配和市場化的議題。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以身心障礙相關社會運動團體和非營利團體為主要研究對象包括以倡議和政

策研究為主要目標的團體：智障者家長總會及以服務為主要組織目標的非營利團體。分析

這些組織的發展歷史，國家政策的轉變如何影響非營利組織的發展，以及不同目標的組織

間在資源分配、人力資源分享的合作和競爭。

本研究關切的是國家和不同公民團體的互動。本研究整理分析台灣學者對於 1990s 年

代以來，台灣社會福利政策轉型的研究，特別是注重在 2000 年以後，身心障礙福利、公辦

民營相關的公共政策的分析以及民間的教養機構機構評鑑報告、身心障礙者需求調查報

告。在報導方面，本研究將蒐集 1980 年代後身心障礙權益相關社會政策和社運團體倡議活

動的相關報導，以釐清相關倡議團體在政策轉型過程的影響，並進一步分析政策形成後，

相關政策對身心障礙組織發展的影響。主要的分析範圍為聯合報資料庫（包括聯合報、民

生報、聯合晚報）。

在相關公民團體的出版品方面，本研究將蒐集智總的刊物《推波飲水》、中華民國殘障

聯盟(（殘盟）的《盟訊》，並參考幾個主要身心障礙團體的網路資訊，例如：伊甸社會福

利基金會。從這些刊物和網路資訊中，我們可以分析不同的團體的組織目標、經營策略、

運作模式以及組織如何和會員對話，特別是在不同時空條件和政策環境下，組織的轉型與

策略修正。這些資料將有助於我們分析台灣身心障礙相關的民間團體的發展脈絡。

為了瞭解身心障礙團體的經營與轉型，本研究將運用半結構式的問卷分別訪談倡議團

體和服務團體的成員，問卷的設計將視組織性質的差異與成員身份的差異而分別處理。

結果與討論

民主化與台灣的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的發展

台灣的殘障福利運動的政治過程和發展和台灣的民主化過程息息相關。在 1980 年代以

前，台灣是幾乎沒有身心障礙政策的，身心障礙者被排除在公共政策之外。身心障礙者的

教養，大多依靠私人、家庭、宗教團體或是慈善團體的力量，收容機構的品質參差不齊。

一直到 1980 年的初期，許多專業的福利服務團體以及啟智協會的成立，才由民間自主地開

始提高身心障礙相關福利服務的品質（馬家蕙 1995）。障礙者權利運動的興起促成國家的對

相關社會福利政策的修訂，而政治上的民主化也讓身心障礙者的組織能進一步制度化的發

展。（謝宗學 1996：蕭新煌、孫志慧 2000）。也因為這樣的歷史過程，台灣的障礙權利運

動發展一直和專業的服務團體有緊密的關係。

從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的歷史的角度來檢視，身心障礙權利運動的倡議團體和專業慈

善團體的關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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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草創時期（1980~1986）

聯合國在 1975 年公佈了 『障礙者權利宣言』，並且開始將身心障礙者的權利議題列

入人權議題討論。為響應這個有關身心障礙者權利的新國際趨勢，台灣政府在 1981 年通

過了『殘障福利法』，宣稱要為殘障者的需求提供服務並且保護他們作為平等公民的權利。

然而，當時的殘障福利法並沒有包含法規的約束也沒有具體的政策。換句話說，它是一個

「殘障的法律」，僅具宣示意味幾乎沒有實質用處。

然而，隨著當時政治自由化的腳步，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也在 1980 年代早期萌芽

了，更在台灣身心障礙權利抗爭史上掀開嶄新的一頁。臺灣早期的身心障礙者權利推動者，

是以專業人員、教會人員以及家長為主。倡議的聲音是跟隨的服務性民間團體而發展的。

我們可以分別從專業化服務團體與家長團體的發展來檢視解嚴前的身心障礙相關團體的發

展。

1.1. 宗教、專業服務性民間團體的出現

台灣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的歷史中，包含基督教教會組織以及與身心障礙相關的專業

人士，他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只是提供服務，更引介一些關於身心障礙者權利議題的

先進理念。舉例來說，有仁啟智中心建立於 1972 年的台北，仁愛啟智中心則在 1975 年設

立於新竹，兩者都接受天主教教會組織的贊助而發起。其他數個類似協會也都成立於 1980
年代早期，例如，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在成立於 1981 年 12 月 18 日，是為第一個在台灣幫

助顏面傷殘和燒燙傷傷友的非營利團體。第一兒童發展中心是一個由一批具特殊教育專業

人士所建立專為孩子設計的啟智中心，則在 1981 年成立，在那個沒有早期療育，學校可

以拒絕身心障礙學生的年代，提供發展延遲的孩子基本的訓練與教育。

被視為為殘障者自我倡議的開路先鋒，劉俠1（1942-2003)也在 1982 年和一群基督教

教友共同建立起伊甸基金會來幫助殘障者改善他們的周遭環境，基金會發展的目的在於提

供更多的社會服務並且將基督教教義傳播出去。伊甸的首要工作是提供工作訓練給各種殘

障類別的殘障者。劉女士將基金會發展的重點放在這方面是因為她主張，即使是殘障者一

樣能具備工作能力；只是因為台灣社會不曾想過要教育他們就將他們排除在勞動力之外。

我們 （伊甸基金會）將殘障者引入勞動力的市場，證明了即使身體上有殘缺的人仍然具有

工作能力，而且不需要仰賴別人的幫助而能夠自我獨立的(劉俠 2004：212)。

在 1980 年代之前，臺灣並非沒有慈善的療養院。只是，療養院的品質不一，也沒有

教育訓練、服務品質的概念。首先嘗試著式的結合不同的機構已以提升教養品質的是甘惠

忠神父2（Brendan O'Connell）神父所成立的中華民國啟智協會(馬家蕙，1995)。在 1970 年

代中期，甘神父來台灣傳教的時候發現到台灣的私人養護機構裡所提供的照顧水準相當低

1根據劉俠本身的說法，她之所以會想要成立一個為殘障者促進權利的基金會之原因，是來自於她年輕時曾經
經歷過的不公平歧視。她在 1971 年的時候曾經吃過一個關於『台灣經濟特展』的閉門羹。該博覽會拒絕劉
女士與會的藉口並非參加名額已滿，而是認為博覽會當天有重要人物會到場，如果現場有一些傷殘人士在會
不太好看 (劉俠：2004 pp.205-206)。在那一刻，劉俠在回憶錄中提到：「在那一刻，我沒有憤怒，只有被屈辱
的感覺，一種深沈的悲哀。我知道，他阻擋的不是我這個人，而是『殘障者』。我無法獨身於其他殘障者之外，
命運注定我們是同一國人，生命共同體。…那是我無可逃避的責任與使命」。 (劉俠 2004：206)。劉女士在 2003
年與世長辭，但伊甸園無疑成為台灣非營利社會福利組織最成功的典範，它對殘障者提供援助並持續在台灣
為倡導身心障礙者權利而努力。
2在美國的甘神父有一個患有唐氏症的姊妹，他的雙親因而成為美國智障者協會（Association for Retarded
Citizens，後來正式改名為 ARC，只用簡寫以維持傳統，但是避免使用智障 retarded 的詞彙）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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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他表示 「很多機構都只提供殘障者一個基本的生存空間而從來沒有對他們提供教育機

會。事實上那些孩子更需要的是完善的教育 」。 (訪問稿 2003 年 8 月 6 日) 因此，他在 1983
年建立了啟智協會以促進機構提供更具品質且更專業性的援助。

在這段期間，一般民眾和政府其實對身心障礙者的權利以及需要的了解並不多。所以

即使這些是出自善意所設置的私人特殊教育中心，仍然在籌備的過程遭受各種大大小小的

阻礙。曹愛蘭---第一兒童發展中心的創辦人之一回憶當時的情境，她說：「我們首先遭遇到

的阻礙就是特殊教育機構管理條例對成立私人特殊教育學校或機構的限制，所以我們決定

從成立一間特殊教育的日照中心開始做起，至於在政府機構登錄的機關名稱則使用『訓練

中心』的名義'。再者，我們的資源相當有限，但是需求卻很大。我們一開始的中心只能租

用一間沒有窗戶的地下室以及雇用 3、4 個社工人員。但是在名聲傳開了之後，我們馬上多

了一整串等著進入我們中心接受輔導的候補名單」。

除了財政資源上的匱乏以及政府單位嚴苛的規定以外，曹愛蘭也指出，最困難的挑戰

之一是來自於社區民眾的抵抗。楓橋社區事件揭示了現存社會偏見對於殘障者排斥

`1.2 楓橋事件與家長的請願

楓橋事件是一宗以社區暴力抵制發展遲緩兒童日間照護中心的案件。事件發生在

1982 年，那時候第一兒童發展中心認為原有的中心在使用上逐漸不敷所需，為了提供更多

專業的特殊教育支援而決定搬遷到空間設備較健全的楓橋新村社區。然而，當楓橋的住戶

發現原來搬來他們家旁邊的新鄰居是一所專門訓練發展智能障礙者的日間照護中心時，社

區住戶委員會馬上表達出強烈的抗議意願。抗議行動和磋商會議就這樣持續了好幾個月。

這些社區居民的抗議行動包含阻撓日照中心的建築工程，不讓第一兒童發展中心的工作人

員進入社區，破壞中心的設備甚至恐嚇威脅工作人員們的生命安全。他們除了質疑 FCDC
的合法性之外，居民們強烈主張讓這些發展遲緩兒待在社區裡面會破壞社區的生活環境，

而且會影響社區中正常兒童的發育。為了回應社區的強烈抵抗，七位日照中心家長代表帶

著超過 500 人聯署的請願書向當時的蔣故總統經國先生訴願，要求政府庇護他們孩子的權

利、福利與安寧，並提出這些發展遲緩兒童實際上的需要（聯合報 1983-06-23 ) 。這是台

灣殘障兒童家長首次為爭取殘障者權利的公開集體行動。

這些發展上有障礙的孩子遭受到這種暴力的對待和侮辱性言詞的羞辱，加上他們的家

長為了保護他們而採取的政治行動，吸引了大量的媒體以及政治人物的注意。於是這個事

件被媒體記者，包括電視台和新聞報紙廣為播報。透過媒體揭露這個事件之後，引發起社

會大眾強烈的同情與支持意願。結果台北市的社會福利辦公室和數個知名的市議員介入協

調過程。終於，隨著強烈的民意支持和政府官員的協助， 第一兒童發展中心終於在 1983
年 6 月 24 日搬進了楓橋新村社區。

楓橋事件對台灣的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影響非常深遠。首先，它成功的引起社會大眾

對身心障礙兒童權利的注意，其中包括受教育以及被社區所接納的權利。其次，各式公開

的專題研討會也因此開始將身心障礙者權利的議題吸納入議程中。許多非營利組織，像是

陽光、第一和伊甸等基金會開始結合在一起舉辦公開的研討會和工作坊，目的是為了要討

論身心障礙的相關議題並且倡導一個沒有歧視的生活環境. （聯合報：1983-05-27）在這個

過程中，許多的新概念也同時帶入到家中有殘障成員的家庭以及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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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 曹愛蘭回憶時說道，最令人意外的就是第一兒童發展中心因此得到善心人士

的大筆捐款，解決了他們在財政上的困難。最後，這個事件也顯示出社會上對於殘障人士

的人道關懷基礎設施和法律協助相當饋乏。而這封家長們的請願書成為了第一個為障礙者

爭取權利的政治行動，間接地激發了往後的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運動的訴求則在於促進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案，以及增進身心障礙者的福利。它也是在台灣第一個成功的殘障者克

服社會隔離的案例。

1.3 從服務到倡議：家長協會和請願活動

如同早期美國的身心障礙權利運動一樣，家長3在台灣的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中扮演著

重要角色。楓橋事件成為了家長能夠為自己身心障礙的孩子爭取權利以及將身心障礙者權

利議題的政治化的轉戾點。曹愛蘭就指出

在楓橋的事件之後，來自台灣中南部的家長來找我們，希望將他們的孩子送到這裡來

接受專業訓練。為了要滿足這些大量的需求，我們 （第一兒童發展中心）持續地擴張

組織計畫。然而，無論我們怎麼做都不可能幫助所有在台灣智能發展遲緩的孩子。在

這一點，我意識到我們需要一個國家制度的支援才能妥善幫助那些孩子。為了要達成

這個目標，社會運動就是最必要的手段。因此，我開始協助連結這些家長在特殊教育

機構裡進行政治性的活動。

由於特殊教育專業人士的支持，附屬於第一兒童發展中心之下的智障者家長協會就這樣順

利成立。他們很快地跟其他存在於某些機構當中的家長組織搭上線，例如，育仁。在 1984
年，家長會的王光緒以及宗景宜兩個人協助連結智能障礙兒童的家長們總共 500 人的簽名

陳情書，前往立法院陳情，希望能夠修訂特殊教育法。在當時，特殊教育法律同時准許了

殘障兒童能夠選擇在公立學校就學或者在家自行學習。不過在實際執行上，這意謂著國家

並不需要實質的保障身心障礙兒童接受教育的權利。結果造成學校可以輕易拒絕學童入學

使得大多數的智能障礙的兒童只能被迫在家教養，剝奪了他們的基本教育權。在請願提出

後，法律條文才做了適當的修訂（馬家蕙 1995)。

在戒嚴時期中，民眾集會結社的自由受到政府嚴密的監控。在家長嘗試的成立正式的

公民團體的過程中，家長們面臨來自國家制度上各種不同形式的困境。首次提出申請登記

為非營利組織的時候就遭到政府的駁回；因為在 1989 年人民團體法修改之前，人民不能成

立和既存組織相類似的協會的。 當時的政府以中華民國啟智者協會的存在拒絕這些家長成

立智能障礙者的家長組織。然而，這些家長們還是建立了一種與體制並行的合作方式。1986
年，他們參加智障者協會成為他們的會員，然後再於智障者協會底下組成一個家長的委員

會。智障者協會因此變成一個制度上合法的協會，讓這些家長們能夠進一步擴充他們的草

根動員運動。

3臺灣第一個由家長成立，為智力發展遲緩孩子組成的組織早在 1960 年代早期就開始了。當時的在台北的家
長協會以自助為主。成立照顧成人身心障礙者的照顧機構，並沒有投入於障礙者權利的倡議。（羅秀華 1993：
153)。啟智協會的甘神父也指出，從他在 ARC 的經驗裡他體認到，對於任何組織來說家長的參與是相當重要
的一環。他在 1980 年代早期積極鼓勵這些家長投入啟智協會中。雖然未必每個家長組織協會的核心理念都
是為了促進身心障礙者權利，但是類似的家長協會也紛紛的在各個不同的特殊學校裡成立。在楓橋事件發生
之前，即使這些團體早就已經在其他各種層面上展開積極行動，但是家長們為障礙者爭取權利的發聲仍未在
公共領域當中被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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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對公民社會的控制也可以被理解為是為了阻止個別的組織者參與這個社會運

動。宗景宜，心路基金會的創辦人回憶道：「自從我踏入公共服務事業裡面，我就一再的被

警告會失去我的工作。我也被告知過說，如果我願意退出這個家長組織他們可以為我的孩

子做特別的安排。（訪問稿：8/13/2003）」雖然如此，這些阻礙並沒有阻止這些家長們在逐

漸自由化的政治環境中將他們自己組織起來。

在 1987 年，由於一系列抗議行動和媒體的注目，台灣省政府為了智能障礙孩子的家

長們召開了一個公聽會。來自台灣各地的家長被邀請入席。在公聽會之後，家長們決定以

智障者協會的名義出版一個為智能障礙者爭取權利的通訊《心路》，其目標為：（一）溝通

進步觀念 (二）傳遞家長心聲（三）努力（為智能障礙者）爭取權益。（宗景宜：1986：2）。
1987 年在戒嚴解除和人民團體法的修訂後，這些家長終於建立起他們自己的組織，正式登

記為心路文教基金會。

如果一個社會運動被定義為以集體行動來促進社會的變遷，那台灣的身心障礙者權利

運動在 1980 年代早期到 1987.年之間就開始發聲了。在這段期間，基督教教會與在身心障

礙領域的專業人士不只提供了服務和資金而且也支持障礙者權利議題上的進步論述。身心

障礙者相關的服務型基金會，開始挑戰當時社會主流價值中對障礙者的偏見與歧視。身心

障礙者的權益議題開始受到媒體的關注。家長們開始申張他們身心障礙兒童的權利。同時，

在戒嚴法的控制之下，對國家政策的監督與權利議題的倡議很難以社會運動團體的方式存

在。身心障礙者團體的倡議基本上是依附著專業福利服務團體的方式而生存，幾個專業的

身心障礙服務性團體，如啟智協會、伊甸基金會、陽光基金會、第一兒童發展中心都在這

個時期成立。一些倡議的活動，也在不直接挑戰國家權力的方式下，依附著專業的服務性

組織進行。

（二）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團體的結盟與機構化時期 （1988-1990 代中期)

1980 年代中期在台灣的政治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過渡時期。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

黨，在 1986 年成立。1987 年解嚴，在台灣的政治史上象徵一個嶄新的時代。街頭示威抗

議變得平常，在被壓抑已久台灣社會上掀起陣陣波瀾。社會力以及長久以來對這個社會不

公平的不滿，在被戒嚴壓抑了 40 年之後突然得到一個宣洩的出口，就這樣瞬間整個傾巢而

出。（蕭新煌， 1996)。

障礙者與障礙者的家長在這段期間不再保持沈默。他們建立起身心障礙權利的倡議組

織，走上街頭遊行，不只是為了受教育、也為了獲得工作、更為了和一般公民一樣參與政

治的權利和一個將他們無障礙的公共空間。聯盟性的組織，從 1988 年到 1990 年代中期，

身心障礙者的倡議團體開始做縱向和橫向的聯合，並成立以倡議為主的社運團體組織。幾

十個不同障別的身心障礙相關社團在 1990 年成立了以倡議為主的中華民國殘障聯盟（以下

簡稱為殘盟），在 1992 年以家長為主的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以下簡稱為智總）成立。

在這個時期，身心障礙團體的倡議組織開始和專業的非營利團體福利服務組織分離，成立

目標不同的公民團體組織。換言之，在這個時期，身心障礙權利運動開始制度化，同時和

以福利提供為主的非營利團體產生區隔。

2.1 服務性團體的聯盟與權利倡導：中華民國殘障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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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1987 年的民主轉型，身心障礙者權利的法律規範和公共政策產生了新的需求與

挑戰，如果 1987 年以前的楓橋事件引發了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福利的關心，開始注重障

礙者的教育議題與社會歧視。1987 年的愛國獎券事件則更進一步的讓社會大眾了解身心障

礙者的權利，特別是工作權與生存權。這個事件也引發了各種障礙類別的身心障礙者相互

結盟，以及中華民國殘障聯盟的成立。

「愛國獎券」是政府發行的彩券，在台灣經濟發展的初期，其目的是為了增加政府的

稅收。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彩券商都是由身心障礙者來經營。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之下，身

心障礙者的教育權、工作權沒有法律的保障。對身心障礙者來說，賣彩券是極少數選擇下

的工作機會。然而，1980 年代中期興起的民間非法的下注賭博的「大家樂」和愛國獎券的

開獎號碼連結在一起，在當時非常受到歡迎。當時的政府官員考量到賭博的會影響經濟發

展、社會風氣。於是考慮終止 40 年來政府所發行的彩券。從 1987 年以來，針對愛國獎券

的公開辯論引發了一連串的請願與抗議，然而，在 1988 年 1 月 19 日政府卻突然宣布停止

發行彩券，讓以賣愛國獎券維生的人，其中包括大量的身心障礙者在一夜之間失業。

這些身心障礙者失業之後，他們紛紛向伊甸基金會尋求協助，伊甸基金會連署了一連

串的請願書並舉行公開的聽證會，伊甸基金會看到了這個轉變，不只是把它當成一個挑戰，

更將它視為是一個為身心障礙者建立支持網絡的機會。伊甸基金會在 1987 年 12 月 13 日舉

辦一個全國性的會議，邀請了政府官員、社會福利專家學者、相關基金會像是陽光基金會

和導航基金會的代表出席，另外還有因為這個新政策而失業的身心障礙人士也一同參與了

這個盛會。這個會議闡明了身心障礙者為了生存的工作權利，並建議制定政策時可以研擬

特殊訓練計畫，去除教育上的阻礙’、為身心障礙者增設定額雇用制度。

愛國獎券在 1988 年 1 月正式結束，經過一連串的請願、協調與權宜措施，身心障礙

者的就業問題依然沒得到政府單位正面的回應。於是，伊甸和其餘 40 個身心障礙者相關協

會首次集結了大約 500 個示威抗議者，在 1989 年 1 月 19 日當天為了身心障礙者權利而走

上街頭，這個示威遊行意味著政府並沒有履行要保護身心障礙者的承諾，而且政府也應該

修訂殘障福利法來保護障礙者的工作權。劉女士(2004)回憶道：「這是殘障團體第一次走上

街頭，…來自全省五、六百個殘障代表，算不得什麼陣容浩大，但ㄟ為這是一群瞎眼、瘸

腳、撐著柺杖、坐著輪椅的殘障朋友，呈獻一種悲慘壯烈的畫面，對社會產生相當強烈的

震撼力。」（劉俠 2004：303）。這個事件很快的獲的媒體們的注意，身心障礙者要求的社

會福利與工作安全等議題也獲得了社會大眾的關注。

在這個民主轉型的重要時期，愛國獎卷議題同時引發其他障礙者權利相關議題的討

論，包括：大學聯考對身心障礙生不合理的報考限制，公共設施和大眾交通工具的使用權、

及工作場域的歧視。在 1987 到 1990 年間一些陳情、示威遊行和聽證會一一浮現，可以說

是身心障礙者抗爭的第一個高峰期（見表一）。他們主要的目的都是為了要修正殘障福利

法，以回應各種身心障礙者權利的訴求。（陳俊良 1992，謝宗學 1996，邱慶雄 1998，謝

東儒、張嘉玲、黃珉蓉 2005）。

一一九拉警報的活動，以及政府單位的拖延戰術促成身心障礙團體進一步的結合，伊

甸結合全國七十三的殘障團體成立「殘障福利法修正行動委員會」（也就是殘盟的前身）。

試圖透過修法解決福利資源分配的議題。在 1989 年 4 月 11 日，全國七十個身心障礙團體，

與五、六百人集結向立法院請願。高喊「殘障福利法，要修正！殘障人權，要爭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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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有一名身心障礙的示威抗議者張志雄，企圖以自殺來反抗身心障礙者面對獨立生活時

的種種困境。幸運的，這位抗議者並沒有成功，但是這樣的舉動強化了媒體的關注與社會

大眾的覺悟。(邱慶雄 1998、劉俠 2004)。在示威遊行和爭取到民眾的支持之後，政府舉辦

了一個全國性的身心障礙者福利研討會，參與者包括了各式各樣的人民團體，最後終於在

1990 年 1 月 12 日通過殘障福利法修正案。

在集體行動以及和政府協商的過程中，達成了許多協議，但是實際上完成的只有少部

分進展。許多法案都通過了，但是政府官員們卻不情願去履行它們。爭取殘障者權利的組

織體悟到為了持續和政府的協商談判，他們須要一個庇護協會來協調多樣化的議題。因此，

各種障礙類別的社會福利非營利組織開始結盟起來，在之前抗爭合作的基礎下，於 1990 年

建立了殘障聯盟，約有 70 個身心障礙者相關團體參與其中。它成為台灣最有影響力的身心

障礙權利倡議團體。

一旦殘障聯盟成立，它開始提名自己的候選人參選立法委員，在尋找有資格的候選人

以代表身心障礙者時，殘障聯盟突然找到了劉俠，她是個有名的輪椅作家，但是她卻沒有

資格參加競選，原因是她沒有高中的文憑，劉俠是伊甸基金會的創辦人，而且又是全國文

學獎得主，然而，她無法完成他的高中教育僅僅只是因為她身體上的殘缺，同時學校又缺

乏相關的支持系統。這種高中文憑的要求實際上是剝奪了她政治權上的被選舉權，因為很

多身心障礙者都被排除抵制在像學校這樣的公共領域之外，因此，他們無法完成他們的「正

式」教育。結果是，殘盟很快的決定讓劉女士參與競選立法委員選舉，而且利用「投票給

輪椅作家進入立法院」的事件進一步強調法律制度的不平等，以及身心障礙者所面對的社

會阻礙。因為保守的政治環境和緩慢的立法修正過程，劉俠最後還是無法被提名競選立法

委員。然而，這個「事件」顯示出歧視身心障礙者的法律環境。也將身心障礙者的權利聚

焦從特殊教育移轉到就業上4，並且自政治權利轉移到競選的參與。

殘盟的成立打開了一個新紀元，在這個新的時代裡身心障礙者相關的團體連結在一起

工作，以促進法律的改革，持續著扮演著為身心障礙者倡議的角色。如果殘盟代表的是服

務性團體對的結盟，以結盟的倡議團體的方式推動政策的改革。以下智總的例子，就是家

長團體試著擴大參與面，成立具有全國代表性的、並將組織向下雜根的範例。

2.2 全國性家長團體的發展：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1987 年的解嚴和之後集會遊行法的修訂之前，成立人民團體是受到高度限制的。在

1987 年心路基金會建立之前，只有 2 個地區有智障者家長團體，一個在台中市、另一個在

高雄市。這兩個團體都是由身心障礙者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所支持和領導的。然而，在心

路成立之後，家長們的影響力已經逐漸在不同社會經濟領域擴展開來。

首先，很多家長加入了啟智協會而且坐擁理事會理事的職權，宗景宜是心路基金會的

創辦人，他在 1989 年被選舉為啟智協會的理事長。在家長們積極的參與之下，啟智協會也

4一些立法行動，就如同 1990 年的「殘障福利法」的修訂和 1993 年的兒童福利法案的修訂，即是在上述劉俠

競選事件後產生。其中一個在 1990 年「身心障礙」福利法案的修正案當中，主要的成就之一就是私部門一個

百分比單位的身心障礙雇員和公部門二個百分比單位的身心障礙雇員。邱慶雄(1998)指出這是台灣第一個在體

制上保護身心障礙就業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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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了組織原有的動機，家長們渴望的是去倡導他們孩子的受教權，以及法律的改革然而，

部分社工、社福領域的專家們確認為專業團體應該與具爭議性的政治議題保持距離，應該

將焦點放在對身心障礙者的奉獻與專業上。因此，家長們和專家們之間的差異使得啟智協

會面臨到被分裂的危機，一群相關專業人員最後從啟智協會分裂出來的，在 1989 年成立了

社工專業人員協會(羅秀華 1993，馬家蕙 1996)。

第二，由於獲得紅十字會的財務支持，心路及啟智協會共同舉辦了一連串在各縣市的

研討會，並著手調查智能障礙者的各項需求。為了舉行研討會，組織者動員了不同的在地

資源、大部分已存在的家長團體，以及智能障礙者機構或是政府單位。原計畫的目的是估

計人口數量大小與需求。家長團體卻利用這個機會輔導成立在不同的地區的家長倡議團

體。這個計畫已在 1990 年五月完成，總體而言，受邀家長有 9,000 人，有近 1,000 位家長

參加這個研討會，在這些一系列的研討會之前已經有 10 個以家長為主要領導的團體(包括

心路)成立，而在這個計畫之後，更有 21 個以家長為主要領導的團體(包括全國性的組織以

及 90 個地區性的團體)相繼成立，多樣化的智能障礙團體也成立了，像是唐氏症和自閉症

協會。

1990 年 4 月由專業人員領隊，來自心路和地區性家長團體的家長們前往參觀日本的家

長協會，育成會。日本育成會的政治影響力以及在倡議和服務方面的角色令台灣的家長大

開眼界，在旅行回來之後，許多成員立刻決定要成立一個全國性的、以倡議為主的家長協

會。雖然過程中有許多爭議，但是在心路基金會的支持和國際婦女會的財力支援，中華民

國智障者家長協會終於在 1992 年正式成立。從此，智總開始定位為全國性的倡議型會員團

體，主要的目的在於為家長們發聲，研究福利政策、與法案而遊說，同時扮演一個監督政

府的角色。而心路基金會開始轉型為以提供專業服務為主的非營利組織。

智障者家長協會的歷史發展可以看得出來，在戒嚴時期，家長們的倡議運動卻在慈善

服務的基金會支持下存活下，專業人員扮演了一個推動、支持的角色。民主轉型的過程中，

國家也試著接納社會的要求並舉辦全國性的會議。這樣的全國巡迴研討會給了家長做全國

性串連的機會。加上一些國際組織像是紅十字會、國際婦女協會的財務支持，使得家長協

會有機會發展成一個全國性的組織。最後，在民主轉型漸漸邁向成熟的同時，倡議型團體

和服務型團體得分工也漸漸出現。

（三）、介入公共政策時期(1990 年代中期～2000 年中期)

1992 年，台灣的第一次立法院普選意味著威權體制的結束，議會民主已經在台灣實

現。1996 年的總統大選更宣示的外來政權的結束。許多民主轉型時期(1987-1989)興起的許

多社會層級的社會運動，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的制度化與專業化，不再以街頭抗議為主要目

的，而是轉型成為以服務為主的非營利組織 (Hsiao 1999、2003；顧忠華 1999、2003)。在

這個過程中，有一些運動逐漸消失，當然也有一些持續成長並且在各種不同領域中發揮其

影響力。在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的部分，殘盟和智總持續發展並擴張他們的影響力，殘盟

在 2007 年的團體數量從本來大約 70 個左右，後來增加到 200 個左右的聯盟團體，（其中包

括了智總）。智總藉由提供教育訓練和分享組織的經驗，來支持地區性的家長團體持續發

展。扶持服務型基金會的成立。到 2007 年為止，成為一個有 38 個團體會員，一萬多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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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社團法人。特別是在 1990 年中期，公辦民營的政策漸漸成形後，許多運動組織的核心

成員表示運動組織面臨社會福利服務非營利組織競爭的壓力。在政策執行不彰的狀況下，

許多倡議組織也計畫培植或是轉型為服務組織。如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等

智障者家長協會和殘障聯盟在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上的很多主要議題皆相互配合，不

只是參與團體的增加，連討論的議題也持續擴張，並且持續在立法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監督和促進公共政策。蕭新煌和孫志慧（2000）則指出，比較起其他的社會福利運

動，智障者家長協會是台灣民主轉型後持續發展的少數運動之一。

首先，為了促進台灣邁向福利國家之途，智障者家長協會和殘障聯盟與其他的社會福

利運動團體、非營利組織攜手合作，目的就是為了要促進社會正義與社會福利的議題。舉

例來說，1995 年，他們是「社會立法運動聯盟」的成員，這個聯盟的目標在於促進全國性

的社會安全以及社會福利；另外 1999 年他們也參與了「拯救全民健保聯盟」，它的目的在

於反對全民健保的民營化。

再者，智障者家長協會和殘障聯盟繼續努力監督政府履行身心障礙者的相關立法和政

策，包括在 1994 年阻擾全國性的教育會議的會場外示威遊行。抗議在預算編列議程中對特

殊教育的忽視，要求編列更多的特殊教育預算。在 2002 年，智障者家長協會和殘障聯盟舉

辦了「510 反倒退、求生存」的示威遊行，活動集結了近 3000 名的遊行者，目的是為了反

對政府刪減了身心障礙者的預算，而且這次活動也是自 1992 年以來最大的街頭抗爭之一。

第三，從 1990 年代中期到 2000 年初期，身心障礙者倡議團體開始加入政府各層級的

諮詢委員會，參與國家的政策制訂和執行。這些倡議團體，也同時扮演著監督福利服務機

構品質和政府行政的角色。2000 年的眾生療養院事件，就是由社會運動團體（殘盟和智總）

主動揭發未立案的身心障礙者收容機構，不僅服務品質低劣，更利用未立案的機構非法斂

財。這個事件凸顯了國家在照顧體系的不足，以及非營利團體的規範鬆散。隨著身心障礙

的議題引起重視，民間對障礙者服務的需求提昇。在配合國家的公辦民營政策之下，許多

心的身心障礙相關的非營利團體也從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大量增加，用公辦民營的方式承

接政府的計畫。

其中最重要的立法是殘障福利法在 1997 年它被「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所取代。法律

的精神是要使國家從過去的被動反應的慈善提供者變成一個積極且有能力執行政策的權利

保障者。在這樣一個新的法律架構之下，公共政策必須能夠滿足身心障礙者的需求，而且

必須授權給身心障礙者使他們能夠享有與一般公民同樣平等的權利。此外，智障者家長協

會和殘障聯盟也監督著公共政策免於人權的侵犯和社會的歧視，例如， 2000 年，智障者

家長協會和殘障聯盟調查了眾生機構非人道的生活條件，那裡的身心障礙者被鐵鍊綁起

來，或被關在鐵籠裡，而且身心障礙者的健康情形也不佳，包括皮膚病和營養不良等現象。

(謝恩得、劉金清 2000)。

總而言之，從 1992-2002 年間，智障者家長協會和殘障聯盟既與國家合作又對抗國家。

智障者家長協會和殘障聯盟的新議程不斷地增加，並且支持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單位合作計

畫與執行社區家園計畫。他們在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中扮演著領導者的角色，並且成為國

家與台灣社會之間的溝通管道。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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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身心障礙者倡議團體的歷史發展過程，我們可看到身心障礙的倡議團體和福利

服務團體的發展是相互依存的。在戒嚴時期（1980-1986），倡議是依附著慈善福利服務團體

而存在。以不直接挑戰國家的方式連結、發聲，專業人員扮演的是引進進步概念，支持倡

議團體成長的角色。在民主轉型時期（1987-1990 中期），倡議團體逐漸以結盟的方式扮演

監督國家福利政策，推動障礙權利相關立法的角色。而組織的分化，也使得福利導向的基

金會朝著提供專業化服務的方向調整組織目標。在民主深化的過程時期（1990 中期到 2000

年初），殘盟與智總一方面更進一步的參與國家的法令制訂與諮詢；二方面，因應公辦民營

政策以及各地福利服務不足的狀況，輔導各地家長組織成立福利服務型的基金會。在這樣

的發展脈絡下，民主化的過程提供的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萌芽、發展、進一步制度化的政

治機會結構。而慈善的非營利組織可以說是臺灣身心障礙團體運動的中層的組織動員結構

（mobilizing structure）。

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的影響為何呢？值得進一步分析與討論。

倡議 v.s 服務：公辦民營政策對障礙者權利運動發展的影響

臺灣從公辦民營政策 1990 年中期開始利用公辦民營政策作為創造臺灣福利體制的主

要發展模式。如之前的討論，這樣的模式已經受到許多批評，無法提升效能、造成資源分

配不均，大型的非營利組織壟斷資源、無法兼顧分配正義等問題（王淑英、張盈堃 2000；

Harris ＆ Chou 2001 ; Chou & Kroger 2004；王增勇 2005；Chang 2006）。承接國家政策對

倡議型聯盟團體得影響可以更進一步的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聯盟地下服務型的基金

會承接政府的公辦民營計畫，另一種是障礙者權利的聯盟性倡議團體本身承接國家的計

畫。當倡議團體跟服務型公民團體保持的緊密的關係時，同時倡議團體本身也承接國家計

畫時，公辦民營政策對障礙者權利運動的實質影響為何？

如果我們從表一的聯合報，身心障礙權利運動的抗爭與請願次數來看。抗爭的第一個

高峰是 1988 年到 1990 年。也就是殘盟正式成立之前。第二個高峰是 1994 年。第三個高峰

是 1999 年到 2002 年。我們也許可以推論，1990 年中期年開始實施的公辦民營政策對身心

障礙團體得抗爭活動是有顯著影響的。但是，如果我們把社會運動組織的發展定位在卻實

質行組織監督國家、為身心障礙者發聲、促進障礙者權利的立法。的我們無法推論這是障

礙團體被收編，或是沒有盡好監督的責任。事實上，1997 年，在身心障礙者倡議團體得推

動下，行政院修法，將殘障福利法修改為更以權利觀點出法的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我們也

無法解釋第三波抗爭高峰（1999~2002）的原因。

如果我們就殘盟自己統計的資料計算歷年來社會抗爭次數的轉變（見表二）。除了 2000
年後，殘盟抗爭、請願的次數明顯減低之外。我們無法看出公辦民營政策對身心障礙倡議

團體得直接影響。從抗爭、請願次數的持續，到 2007 年的進一步修法，將身心障礙者保護

法改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我們只能說倡議團體採取街頭抗爭的策略減低了。不能等

同於倡議團體被國家收編。換言之，聯盟的方式反而是對抗國家收編手段的策略。

當然，倡議團體本身並不是沒有思考過由障礙團體還扶持成立地方的福利服務性基金

會可能引起的爭議。一位智總的工作人員就指出：

我們曾經試著以專業的社會運動倡議團體得方式，逐漸和服務團體切割。但是，因為

身心障礙的社會運動議題不易得到社會的關注，完全以倡議為組織目標的社團法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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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有募不到錢的問題。同時，一般的會員對倡議、監督國家也沒有什麼概念。身心

障礙者的家長基本上只在乎提供服務的團體。如果沒有跟著扶持服務型的機構，很多

地方家長團體面臨的就是會員流失的問題。況且，在許多資源相對匱乏的地方的偏遠

地區，如果我們沒有扶植服務型的基金會來承接政府計畫，當地就會變成完全沒有任

何福利服務可言。這樣一步步走下來，我們反而發現和福利服務的部門保持聯繫，我

們可以更快的反應國家政策不足的影響。（訪談稿 9/27/2008）

殘盟的工作人員也指出：「我們只是提供一個身心障礙權益相關議題的討論平台，並針對障

礙相關的公共事務發聲。個別會員組織的計畫跟我們時沒有直接關連的。而且，再現行制

度下，許多會員組織也很清楚的不願意承接不合理的公辦民營計畫。」（訪談稿：

09/11/2008）。

另一位智總的工作人員更進一步指出，「這樣的緊密連結很多時候讓我們更能瞭解接受

服務者的需要。例如，之前的那次遊行（2002，反倒退、求生存遊行），我們就可以直接感

受到降低補助對家長的影響。補助款降低，很多家長不得以只好把小孩帶回家。無法接受

任何補助。妳說這是為了我們基金會的生存嗎？還是，這是為了身心障礙者以及他的家庭

著想？」(訪談稿：03/07/2008)。

就智總而言，專業化、承接政府計畫並沒有造成如 Skocpol（2003）分析美國公民團體

專業化後會員的流失。因為和服務團體得關係，聯盟團體更能體會整體資源不足、資源分

配不均的問題。在近期的會員發展計畫中，更進一步利用內政部的計畫，進一步開發沒有

倡議團體的地區，一方面，調查福利需要，二方面拓展會員的層面。至少，在維持與會員

聯繫的部分，智總能維持穩定的會員數。（訪問稿 10/07/2008）。

結論

台灣在沒有一個完整的福利體制下。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的發展是和服務機構的發展

相輔相成的。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服務團體結盟的方式成立倡議團體以統合、並反應不同

性質的服務團體的需要。同時，家長的倡議團體，也是著利用服務提供的機會，向下紮根，

厚實倡議團體得群眾基礎。

換言之，因為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的特殊性，倡議和服務的結合反而使得團體得以生

存。倡議團體沒有因為服務團體承接國家計畫而被輕易的收編。反而因為和服務的貼近，

可以更直接的反應身心障礙的實際需要。

計畫成果自評部份，

原則上，本計畫依照原計畫進行。包含蒐集報章資料、運動團體得資料與整理，以及

深入訪談。

本研究將可以供社會運動相關領域的發展參考。並提供臺灣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不同

的面向。也補足了臺灣過去在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方面研究的不足。

成果報告經修改後，預計在 2009 年的臺灣社會學年會發表。並預計投稿於臺灣社會學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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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聯合報的報導中，身心障礙團體抗爭、請願事件次數統計。（王雅鈴制表）

聯合報身心障礙者抗爭次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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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中華民國殘障聯盟盟訊中，聯盟參與的抗爭、請願事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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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第六十屆（美國）亞洲研究年會（The 60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tlanta, Georgia, April 3-6 2008）於 2008 年 4 月 3-6 日美國喬治亞週的亞特蘭大市舉行。筆者

於 2007 年 10 月初將論文：『臺灣戰後的障礙社會建構政治』（Politics of Constructing Disability

in Post-1949 Taiwan）投稿到『華人文化的障礙建構與意象主題徴稿』。經過由楊百翰大學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 Steve Riep 教授負責組成主題論壇之甄選（organized panel）

投稿到本屆年會。並獲得通過。主題為『Of Use to Whom? New Conceptions and Constructions

of Disability in Transnational China』對誰有用？跨華人地區的障礙新概念和社會建構。

據 Riep 教授表示，這應該是亞洲研究年會有史以來第一個關於亞洲障礙研究的主題論

壇。所以意義非凡。我們認為在華語文化圈中近年來的發展，身心障礙者變成不可忽視的弱

勢族群。在性別、族群、宗教、階級研究之間，障礙與障礙者的研究在台灣和中國的文學、

電影、媒體研究開始得到重視。雖然一些過時的對障礙者的偏見與污名逐漸獲得改善。很多

歧視仍然存在。一些新的議題，如將障礙者當作教育的宣傳工具或是國家提供的障礙者工作

逐漸受到社會重視。我們的將討論作家、電影工作者、障礙者權利運動如何針對華人社會的

障礙文化提供批判性的反省。會議行程安排在在四月三日晚上的 7:30 的第二十場主題會議。

二、與會心得

會議當天英國的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大學的 Sarah Dauncey因病不能到場。會議由 Smith

College 的 Sabina Knight 主持。筆者第一個發表。筆者從歷史文化的觀點，使用內容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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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分析法檢視台灣的障礙社會建過程。分析資料來源為五十年來的教科書障礙者形象與論

述、障礙手冊與殘障分類的系譜學、新聞媒體中的障礙論述以及障礙者倡議團體的反霸權論

述。透過不同的文化生產場域的文化分析，筆者呈現西方醫療論述、國家權力與在地文化反

抗如何建構出台灣的障礙的意象與分類範疇。並對台灣障礙論述中的偏見與歧視提出批判性

的反省。

Sabina Knight 的文章『Disability and Market Fundamentalism in Recent Chinese and Russian

Fiction』從女性主義障礙研究的觀點出發，比較中國和俄國的當代文學中的障礙論述。他指

出，在急遽社會變遷的中俄社會中，當代小說顯示出市場經濟的工具、非人性的理性計算將

障礙者貶抑為次一等的、不需要的或是沒用的人。Steve Riep Beyond 的文章『Fortunetelling and

Massage Therapy: Rethinking Visual Disabilit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討論中國的

電影中加強了社會對視障者的歧視。視障者被侷限於算命、演唱與按摩的行業。他更進一步

指出，臺灣的紀錄片『黑暗視界』可以是說是唯一從障礙者的觀點出發，思索障礙者的主體

性的電影。這也許是當代華人電影可以反省的方向。會後，我們進一步討論合作分享研究的

機會。我也得到一些額外的參考資料，很有收穫。

筆者也參加了其他的 AAS 年會的主題會議。其中，西藏問題的 Panel:Who’s Afraid of 

China’s Tibet?: Imagining Tibet’s Future in a Changing World。因為最近的中國對西藏的鎮壓，

吸引了許多的注目。研究者分別從，歷史、中國法律、認同與歷史記憶來討論西藏問題。對

我來說，印象最深刻的是，臺灣很容易把西藏問題簡化為藏獨議題。藏獨當然是個議題。但

是與會者指出，西藏已經被中國統治超過五十年了。西藏該不該獨立是一個短期無解的議題。

但是，我們不能不看中國統治下的西藏人民所面臨的問題。這次的『暴動』，除了奧運帶來的

政治機會外。很大的原因是中國的西部大開發政策與藏青鐵路的通車所帶來的社會、經濟衝

擊。開發的結果是在地的西藏人更進一步被邊緣化。漢人觀光客跟漢人開的旅行社定票、買

票，住漢人開的旅社，吃中餐。西藏人在漢人遊客眼中是不重要甚至不存在的。而開發帶來

的經濟效應，在地的西藏人幾乎分不到。而開發帶來的負面社會文化影像，如物價上漲、環

境改變使得在地藏人的生活更加困苦。所以，才有這次的抗爭運動。

針對韓國公民社會發展的 Panel,113. 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South Korea’s 

Citizen-centered Democracy。也很值得臺灣研究者反省。從韓國的公民社會發展和政治變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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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公民團體的聯盟促成政治的改革。然而，與會者也指出，韓國

的公民社會團體有菁英主義的傾向。在政黨輪替後，更有被政黨收編之虞。變成韓國公民社

會的隱憂。我跟博士班的指導老師夏威夷大學社會系的 Hagen Koo 也進一步討論籌組臺灣、

韓國公民社會轉變的 PANEL 的合作計畫。希望這樣的跨國比較合作可以成行。


